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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是一种发病急骤、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且有大流行特征的一
类疾病，其形成多是气候反常和各种人为因素所致。宋代约发生了二百二十次传
染性较强的疫病，其种类有伤寒病、时行温疫、痢疾、痘疮病、大风癞疾、瘴疫、
腮腺炎、牛疫、马疫等，通称为疫病。宋代时已认识到伤寒病、疫病、瘴疫是具有
强烈传染性和流行性的疾病，逐步确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疫病应对体系。
一   宋代疫病的流行、特点及影响
疾疫是宋代流行最广泛的传染病，约发生九十三次大规模的流行。如淳化
三年（992）五月，开封大热，“疫死者众”。隆兴二年（1164）冬，两浙东、西路
发生水灾，引发江南疫病大流行。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加之人口居住密
集，“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同时，这些流民又将疫病传染给了两浙民众，
造成“浙之饥民疫者尤众”的惨状。一直到乾道元年（1165），疫病还在两浙西路
临安府、绍兴府和归安县一带流行。
自然灾害引发的疫病在宋代多次发生和流行，文献中直接用“水疫”、“震
疫”、“旱疫”、“火疫”、“饥疫”等名称来称呼这类疾病，约发生七十多次。如明
道二年（1033）春，南方大旱，种饷皆绝，引发人口流动，“困饥成疫气，相传死者
十二三”。地方政府虽作粥糜以救济，“然得食辄死，村聚墟里几为之空”（《续资
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二，中华书局，2004，2605 页）。熙宁八年（1075）夏，两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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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大旱”，接着发生“大饥疫，死者过半”（《宋史》卷三一六《赵抃传》）。
宋辽、宋夏、宋金、宋蒙之间发生的战争，使得军中和边境地区疫病流行的
次数超越了前代，约发生三十多次疫病。如靖康元年（1126）至次年金朝发动
的侵宋战争，造成开封疫病大流行，“以故数大疫，死者过半”（《三朝北盟会
编》卷九六《靖康中帙七十一》）。如果记载准确的话，当时约一百万人口的开封，
大约有五十馀万人死于疫病，死亡率之高，令人触目惊心。金兵渡河、渡淮、渡
江引起的人口南迁，引发靖康、建炎、绍兴、隆兴初年黄河下游、淮河下游、长江
下游疫病的大流行。蒙古伐金、伐宋时，一些国外流行的传染病，如时疫疙瘩肿
毒病等，随战争传入中原。该病“生于岭北，次于太原，后于燕蓟”，中原民众“颇
罹此患，至今不绝，互相传染，多至死亡”。此病为新出现的一种传染病，可能为
大头天行病或鼠疫，“古方书所论不见其说，古人无此病”（朱橚《普济方》卷
二七九《诸疮肿门·肿毒》，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221 页）。
宋代对南方的开发和拓边活动，使得瘴疫曾多次发生和流行，规模较大者约
有二十馀次。其高死亡率给宋人造成极大的恐惧，人们称岭南之地为“大法场”、
“小法场”和“人间地狱”，多不愿前往做官。如熙宁八年至九年（1075-1076），交
趾大举进犯广南西路诸州，前往征讨的宋军由于是中原人，不习水土，在广西境
内引发瘴疫的流行，十万大军因患“瘴疠腹疾”，死者十之八九。
宋代，牲畜疫病的流行呈现出增加的态势，约发生了二十馀次传染病较
强的疾病。如淳化五年（994），京东路宋州、淮南路亳州发生牛疫，“死者过半”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一上》），并蔓延到邻近的京西路陈州和颖州一带。
绍兴九年（1139）秋冬之间，荆湖北路发生了宋代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动物疫
病大流行。疫病发生后，先是造成大批牛、马死亡，接着其它野生动物感染后也
大量死亡。庄绰《鸡肋编》载：“绍兴九年，岁在己未，秋冬之间，湖北牛马皆疫，
牛死者十八九，而鄂州界麞、鹿、野猪、虎、狼皆死，至于蛇虺亦僵于路傍。” 
此外，人类不合理的生活方式所引发的疫病逐渐增多，这是宋代出现的一个
新变化。如淳熙五年（1178）八月，两浙东路宁海县（治今浙江宁海）发生的疫病
则是当地人食用海鳅所致。咸淳六年（1270）发生在杭州的疾疫，则完全是由于
人为污染水源而致。
总之，疫病流行对宋代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不仅造成人口的死亡、迁徙和
流动，而且还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部分战争的进程。同时，疫病流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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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序状态和饥民暴动，对政府带来强烈的挑战，迫使宋政府不得不去思考解决
和应对疫病的方法与措施。
二   宋代政府对疫病的认识及态度
宋代政府对疫病的传染性、危害性有着明确的认识，景德二年（1005）将其
提升为四大自然灾害之首。《宋史》卷四三一《邢昺传》载：“民之灾患大者有四：
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灾。岁必有其一，但或轻或重耳。”公开地将人、
畜疫病的防治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应对。
宋代时人们已认识到伤寒病、疫病、瘴疫等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和流行性，但
各自的病因病症有所不同 ,尤其对疫病的认识，较前代有了巨大的进步。如北宋
仁宗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素问遗篇》指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
病状相似。”南宋时期，陈言《三因极一病症方论》指出：“夫疫病者，四时皆有不
正之气，春夏有寒清时，秋冬亦有暄热时，一方之内，长幼患状，率皆相类者，谓
之天行是也。”又如天花，宋代称“斑豆疮”，北宋医学家庞安时指出：“近世此疾，
岁岁未尝无也，甚者夭枉十有五六。”
关于疫病的成因，宋政府在官修医学方书《太平圣惠方》、《政和圣济总录》
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形成“时气说”、“戾气说”、“瘴气说”和“运气说”四种观
点。按现代传染病流行病学的分类来看，宋代疫病名称的涵义较为广泛，既包括
烈性传染病，又包括非传染性的地方流行病等。
三   宋代政府应对疫病的措施
宋代政府在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救灾责任主体的作用，采取了医学、经济
和政治的措施加以积极应对。从960 年至 1279 年，宋政府颁布了二百馀条应对
疫病的诏令。主要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应对疫病的医学措施
1.派医诊治，施散药物  
疫病发生时，宋政府常常命令翰林医官院、太医局等派遣医学人员前往疫病
流行区巡诊、赐药，向朝廷汇报疫情流行情况并提出应对建议。如淳化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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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发生大热，宋太宗“诏以民多疾疫，令太医局选良医十人，给钱五十千，为市
药之宜，分遣于京城要害处，听都人之言病者，给以汤药。扶疾而至者，即(珍)[诊]
视，仍遣内侍一人按行之”（《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二之三五）。绍兴二十六年（1156）
夏，临安疫，宋高宗“出柴胡制药，活者甚众”（《宋史》卷六二《五行志一下》）。
2.编撰方书，依方制药  
宋政府极为重视医学方书的编撰，将官修《太平圣惠方》、《神医普救方》、《庆
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引入疫病救治，严令按方书
配药，因而极大地促进了中成药的发展。如皇祐三年（1051），全国诸路州县发生
饥疫，宋仁宗命翰林医官使周应编辑《简要济众方》，书成后颁行全国，“命州县
长吏按方剂以救民疾” (《宋史》卷十二《仁宗本纪》)。同年五月，南方州军疾疫、
瘴疠流行严重，其尤甚处，一州有死十馀万人。宋政府选派医官选取要用者，校
定一本，降付杭州开板模印；又命逐路转运司，如有疾疫瘴疠之处，从《太平圣
惠方》内录用药方，出榜晓示，遍下诸县，许人抄写；继又命崇文院秘阁将《外台
秘要方》加以简化，用于疫病救治。在防治疫病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对后世影
响深远的方剂，如辟瘟丸方、犀角散方、小柴胡汤、圣散子方、麻黄汤方、葛根汤方、
石膏汤方、黑豆汤方、朱砂散方、小青龙汤、桂心汤方等。
3.隔离病人，防止传染  
宋代，政府在隔离病人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并取得一定的成效。淳化三
年成书的《太平圣惠方》明确规定，“一岁之中，病无少长皆相似者”，多相染易，因
此应采取隔离、回避措施，“即须回避，将息饭食之间，不得传吃，但一人受病，全
家不安，有此相染”（《太平圣惠方》卷十六《治时气令不相染易诸方》） 。崇宁元年
（1102）八月二十日，宋徽宗下诏在各地建立“安济坊”，规定“以病人轻重，而异室
处之，以防渐染”（《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之三），汤药、饮食也分别置办。这是
宋代在隔离传染病人方面取得的最重大的成就，安济坊实际上成为隔离病人的国
家医院。南宋时期，对患伤寒等传染病死亡者实行隔离和火葬的措施。如洪迈《夷
坚志》载：“江吴之俗，指伤寒疾为疫疠，病者气才绝，即殓而寄诸四郊，不敢时刻
留。”（《夷坚丁志》卷十五《张硅复生》）
4.施送棺木，掩埋尸体  
宋政府每于灾疫过后，必招募僧人或责令地方政府掩埋尸体，以防止疾病
的形成与传播。如至和元年（1054）春正月，京师开封大旱，饥疫相作，宋仁宗“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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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寒，民多冻馁死者，有司为瘗埋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六，4248
页）。崇宁三年（1104）二月三日，宋政府采纳中书省的建议，正式创建“漏泽园”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之四），掩埋病尸或贫困无以安葬的尸体。宋政府在疫
病救治过程中采取的施送棺木、掩埋尸体的做法，一方面稳定了民心，宣扬了儒
家仁政教化；另一方面也起到阻断传染源、防止疫病进一步扩散的目的。
5.保护水源，改善城市卫生  
南宋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始重视公
共卫生事业。如乾道二年（1166）吴芾知隆兴府（治今江西南昌）期间，看到豫章沟
岁久湮塞，民病途潦，吴芾认为：“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晦庵
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八《龙图阁直学士吴公神道碑》）亟命疏浚，民得爽垲以居。
（二）应对疫病的经济措施
1.划拨资金，提供粮食  
疫病发生后，宋政府常常划拨资金和粮食加以赈济，帮助灾民度过难关，这
是政府应对疫病采取的最主要的经济措施。如治平二年（1065）春三月，京西路
许州（治今河南许昌）发生大旱，饥疫并作，三月二十五日宋政府“运京仓与江淮
所漕粟往赈之”。绍兴八年（1138）秋七月，江南东路建康（治今江苏南京）疫病
流行严重，宋高宗“遣医行视，贫民给钱，葬其死者”（《宋史》卷二八《高宗本
纪五》）。
2.减免赋役，发放度牒  
减免州县赋役和发放度牒，是宋政府应对疫病的又一项经济措施。如明道
二年（1033）九月辛卯，梓州路旱疫，宋仁宗下诏蠲免梓州路全年的租赋。宋代，
政府常常在疫病发生后，发放度牒，一方面筹集经费，另一方面鼓励地方政府和僧
人加大对灾民的赈济。如绍兴元年（1131）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
以北“流尸无算”，绍兴府（治今浙江杭州）连年大疫，宋政府募人煮粥药，凡医
活百人者度为僧人（《宋史》卷六二《五行志一下》）。
（三）应对疫病的政治措施
1.重视疫情信息的上报与处理  
政府是否决定对疫病采取应对措施，关键在于地方官吏提供的信息是否及
时和准确。这就要求建立健全的信息流通渠道，包括疫情的收集、上报、接收、
处理、传播和使用。对于政府来说，只有快速地了解和掌握疫情信息，才能在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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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防治中采取积极的措施，并控制谣言、迷信等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如皇祐
四年（1052）春正月，全国诸路疫病流行，但地方官吏的奏章却很少。这种不正
常的现象引起宋仁宗的警觉，春正月丁亥宋仁宗发布诏令，询问：“比日上封言政
事得失者少，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三，4176 页）
询问政令传达和执行的情况。并规定凡是有关州县疫情的公文及臣僚奏疏， 门
司、通进司、银台司、登闻理检院、进奏院等，不得阻留，直达于上。冬十月丁亥，
宋仁宗又下诏令转运使、提点刑狱、亲民官条陈救恤之术。宋政府通过规范这些
机构的职责，保证中央和地方政令的顺利畅达。
2.除赴以时，以避炎瘴  
宋代，政府已经认识到时令与疾病之间的关系，要求上任官员严格按照时
令来确定赴任时间。如景德四年（1007）四月癸酉，宋真宗“诏岭南官除赴以时，
以避炎瘴”（《宋史》卷七《真宗本纪》）。庆历六年（1046），宋仁宗下诏：“骑
军以盛夏出戍，马多道死。自今以八月至二月遣发。”（《宋史》卷一九六《兵志》） 
规定军队行军避开盛夏炎热多雨的时节，以每年天气较为凉爽的八月至二月出
戍，以减少军中疫病的发生，此后遂成为一项定制。
3.下诏罪己，封神祭祀  
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实行“天人合一”的统治方式。在疫
病发生时，皇帝通常要发布“罪己诏”，进行反省，内容包括减膳、易服、避殿、决囚、
赦天下、祭祀、改元、去尊号等。如明道二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发生干旱、蝗灾和
饥饿，接着疫病流行，尤以陕西路关中地区较为突出。六月戊子，宋仁宗下诏，去
尊号中“睿圣文武”四字，并告于天地宗庙，令中外直言阙政。但旱灾和疫病仍
未消退，十二月丁巳，宋仁宗再次发布《灾伤改景祐元年御札》，试图通过改元来
控制灾害和疫病流行造成的影响。
疫病流行期间，宋代政府还常常派遣官吏祭祀山川、祠庙、河神等。因此，
建醮祈祷也是政府常用的避疫措施之一。如咸平三年（1000），两浙路发生旱灾，
农业歉收，引发饥饿和疫病的大流行。六月一日，宋真宗“诏遣使祠两浙境内名山、
大川、祠庙。先是帝以其地灾疫，深所轸念，命三馆检讨祈福灵迹以闻，至是命
使祷祭，以祈福应”（《宋会要辑稿》礼十八之五）。
宋代盛行的多神信仰崇拜也影响到政府的疫病救治，对于防疫中起到独特
作用的“神灵”或“历史人物”，宋政府多次给予加封，提高其祭祀地位。如天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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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1018）闰四月，开封及周边地区疫病流行。这次疫病能得到救治，除政府
施粥救济外，与真武祠旁泉水喷发、民饮洁净泉水有关。皇城司在得知此消息后，
立即向宋真宗作了汇报：“疫疠者饮之多愈。”认为该地适宜建道观。四月甲寅，
宋真宗下诏建“祥源观”，宋仁宗继位后又命名为“醴泉观”。此后，宋政府于天
禧五年（1021）五月、天圣二年（1024）五月、至和元年（1054）四月、元祐元年（1086）
三月十四日，多次下诏予以册封（《宋会要辑稿》礼五之十四）。
4.政绩考核，奖惩官吏  宋政府对参与疫病救治的官员，按其救活人数予
以升迁和奖惩。如庆历六年，黄河在河北路商胡决口，引发饥饿和疫病同时流行，
贾昌朝置病坊救治，全活者九十馀万，宋政府提升他为“观文殿大学士、判都省”
（《宋史》卷二八五《贾昌朝传》）。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辛亥，张子盖救援
海州，战士大疫。医学家王克明时在军中，医活者几万人，宋政府授予他为“额
内翰林医痊局，赐金紫”（《宋史》卷四六二《方技传下·王克明传》）。
疫病的发生、流行和防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总体上来看，宋代政府应
对疫病的措施是较为成功的，它将政府、医家和民间的力量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其采取的医学、经济和政治措施，不仅有利于控制疫病的传播，而且也将传统政
府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在疫病防治中，宋代政府对于疫情信息的收集与上报、医学机构的建立与参
与，病因病机的解释与应用、新方书的整理与刊行、防疫药物的研发与制造、患
者的隔离与治疗、病尸的掩埋与火化等方面的重视在传染病防治史上具有积极的
作用。疫病引起的恐惧，不仅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而且也推动了城市卫生的清洁、
饮用水的净化与保护、防疫药物的研发与应用、外来物种入境的检验检疫等。这
是宋代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加以总结和借鉴。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编号：07CZS00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项目（课题编号：11JJD770015）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宋代政府应对疫病的态度与措施
瘟疫、社会恐慌与药物流行
2013年3月下旬，禽流感病毒H7N9侵袭人类的案例导致了一
场不大不小的社会恐慌，口罩、消毒液、克流感、板蓝根等医
护、防疫器材与药物开始热销，活禽交易与观光旅游市场开始
遭受打击。这样的现象古已有之。那么古人面对瘟疫的肆虐是
如何应对的？他们是否也有恐慌？又求助于哪些药物呢？
撰文/林富士
宋代政府应对疾病的态度与措施
疾疫是宋代最流行的传染病。有宋一带，约发生九十三次大规模的流行，对宋代社会产
生深远的影响，不仅造成人口的死亡、迁徙和流动，而且还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部
分战争的进程。同时，疫病流行造成的无序状态和饥民暴动，这些迫使宋政府不得不去
思考解决和应对疫病的方法与措施。这些措施对今日的我们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撰文/韩毅
“现代”的“金箍”
       ——晚清以来卫生建设的“现代性”反思 
现代“卫生”机制进入中国后，无疑给国人和中国社会带来了嘉惠，但“卫生”除了
带来秩序、整洁、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和更小的疫病感染几率外，还带来了政治和文
化上的霸权和权力、某种程度上的不公平和不正义，以及对身体自由的监控和拘束。
正如同《西游记》中的“金箍”，既帮助孙悟空成佛，又给了美猴王极大的束缚。
撰文/余新忠
镜里看花影几重
    ——中外记载中的一位晚清沪上女西医 
1884年，美国女医生赖夫斯奈德在上海施行了中国境内首例卵巢切除术。手术很成
功并受到《点石斋画报》、《美国医学会杂志》等中外报刊报道，不同角度的报道折
射出当时中外社会对此事的不同态度。赖夫斯奈德来到中国的时期是外科学刚刚进
入现代阶段之时，新型的外科手术对于西医和基督教传入中国起到了推动作用。
撰文/颜宜葳
场面（上）
伶界行内把伴奏的乐队称作“场面”，这缘于旧时场面以六件乐器为主，因此又有“六场”一说。凡有孔能
吹，有丝能拉（弹），有楗能敲，且一专多能、造诣精深者谓之曰“六场通透”。六场分文三场和武三场。司
吹、拉、弹的叫文场，事敲、打的叫武场。本期的“旧京伶界漫谈”，将带领读者去认识这戏台上的“六场”。
撰文/张文瑞
